海權的經濟本質
王蜀寧

提　　要：

一、在馬漢那個時代，唯一制海的工具是海軍，海權是以海軍為中心。「海軍」與「海權」幾乎是一體的東西。因此，常有人以為「海權」就是「海軍」。相沿至今，仍舊常有人會產生這樣的錯覺。

二、西方早期海權史，說明了人類之所以運用海洋，有很大一部分是基於經濟的緣由。

三、審視促使英國能在十九世紀達到海權最高境界，主要歸功於貿易、殖民地和海軍，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海權所具有的經濟本質。

四、未來海權的經濟因素仍舊會影響到海權的軍事力量，只不過海權的軍事力量，將更會受到國家整體經濟的影響。

五、我們和中共間是一場比持久和耐力的長期鬥爭。雄厚的經濟力量與適當的國防武力，將會是支持我們繼續下去，甚至是獲得最後勝利的重要憑據。

壹、前言

每當人們論及與海權有關議題的時候，大多數人都多少會引用一些美國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將軍的論點，來做為參考引證的依據。因此，長此以來海權幾乎可以說是和馬漢將軍的名字畫上等號。然而就像李德哈達（B. H. Liddell Hart）論述世人容易對克勞塞維茨（Carl Philip Gottlieb von Clausewitz）所著「戰爭論」內容產生誤解一樣：「在所有各種學術領域之內，多數的先知者和思想家都具有一個共同的命運，那就是總是被人誤解了。熱心有餘，理解不足的門徒們，其對於原始觀念的損害，甚至於比具有偏見主觀的反對者，還會更厲害〔註一〕。」同樣地，海權的相關研究者也曾經對馬漢論著，產生程度不等的誤解。歷史上比較著名的例子之一為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Ⅱ），當他看過「海權論」後，很坦白說：「我現在不是在閱讀，而是在吞噬馬漢的書，要努力把它牢記在心中。這是第一流的著作，所有的觀點都是經典性的」。並要求海軍所有的艦船上都應分發這本書，所有艦長和軍官們都應經常閱讀。同時下令政府將整套海權叢書供應給各艦艇、機關、學校、以及圖書館。德皇為英國海軍的實力迷惑，也為英國殖民地的財富眼紅，他強烈地表示渴望獲得像英國同樣的成就。於是德國在一次大戰前，便大肆整建海軍，並且以英國做為競爭的對手，妄想與英國爭奪海上霸業〔註二〕。德皇不顧其海軍的建立不但未與德國平時經濟的競爭有關，也和德國國家獨立意願並無明確關係。僅是基於與帝國主義經濟競爭的考慮，誤認為只要建立了強大的海軍戰鬥艦隊，就可以對抗英國海上盟主的霸業，進而獲致優渥的海洋經濟利益。德皇僅僅看到馬漢海權論中有關軍事的因素，而忽略了海權的經濟因素。更漠視馬漢曾經再三提醒世人的警語：「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同時在陸上和海上保持優勢，因為這種軍費對任何試圖爭霸的國家，都會造成莫大的負擔〔註三〕。」

馬漢曾說：「運用海權，就是海軍戰略。無論是運用於平時還是戰時〔註四〕。」「海軍戰略的目的，事實上是為了建立、支持、並增強一個國家的海權，無論在戰時及平時皆然〔註五〕。」在馬漢的那個時代，唯一制海的工具是海軍，海權是以海軍為中心。「海軍」與「海權」幾乎是一體的東西。因此，常有人以為「海權」就是「海軍」。相沿至今，仍舊常有人會產生這樣的錯覺〔註六〕。另外這種錯覺的產生，可能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未能深切體認馬漢所說的：「嚴格說來，海軍的需要因係源自有平時航運的存在，而且若無航運，海軍亦隨之消失，除非該國志在侵略〔註七〕。」海權之中除了軍事因素之外，還有很重要的經濟因素存在著。

貳、海權思想本係源自於人類經濟的活動

從一般人類歷史的演進中，我們可以發現思想或者理論的建立，最初都是由於實質的需要或者是事實依據，於不知不覺中，以漸進的方式，建立了在某些方面的成就或主宰地位，而並不是先根據什麼學理或法則以從事思想的建立〔註八〕。

「海權思想」的形成理應也是循著此一歷史途徑，也就是說，人類應該是很自然的先與海洋產生各種接觸和關係，然後逐漸在人類的心中建立起運用海洋的思維，及多樣式的海洋活動。隨著參與使用海洋資源人口的增加，難免地造成了各種利益的爭奪。控制海洋與獨佔海洋利益的慾望也就化為與自身能力相符的各種行動。這些思維、想法和行動，在經過歷史長久的焠煉之後，最後形成了普遍而且具有共識的海權思想。後世學者專家為了歸納分析出海權思想理論，就必須追本溯源回過頭來從那些有記載的海權歷史中去尋找。

根據「海權史」一書的敘述：「海權史的主要內涵就是各種商業利益集團之間互爭雄長的紀錄〔註九〕。」另外馬漢在其「海權對歷史的影響」書中也論及：「海權的歷史，大體上（雖非唯一的）係對互有敵意並經常訴諸戰爭的國家之間競爭的敘述。海洋貿易對國家的財富與實力的深遠影響，早在左右國家成長與繁榮的真正原則被探知以前，即已明顯可見。為期本國人民享有此種不成比例的利益，乃盡一切努力以排斥他國，或藉壟斷，或藉禁制性規定的和平立法的方法，或此等方法失靈時訴諸直接暴力。利益的衝突，因互相衝突的企圖取得縱非全部，亦是大部的商業利益而激發的怒意，以及爭取遠方未整頓就緒的貿易地區，而導致戰爭〔註十〕。」因此，敘述海權思想的海權史，可以說是以各個爭取海洋經濟利益的國家集團間，互相為了經濟鬥爭而發生的戰爭史。

從人類有記載的海權史來看，克利特（Crete，公元前2500-1200年）是地中海最強大與最早期的海權國家之一。人口密集且成長迅速，由於受到居住於多山的島嶼此種不良的地理環境所迫，所以克利特人很早就向海洋發展以求生存。地理位置則提供了優越的條件，克利特島剛好位於東地中海海上交通的樞紐地位。在戰略位置上有利於向外發展商業，同時又有利於攻擊與限制競爭者的商業活動。
腓尼基人（Phoenicians，公元前2000-300年）是第二批登上地中海海權舞台的民族。他們建立了昌盛的海上貿易，把他們的商船航行到地中海的每一個角落，甚至於越過直布羅陀海峽到英倫三島去找尋錫，又向西非洲去尋求奴隸和象牙，用以交換從印度來的香料、金子和寶石。在腓尼基人尋求新的貿易對象和新的原料來源之際，他們成為古代第一等的偉大殖民者。在地中海沿岸以及一些島嶼上，他們所設立的通商據點紛紛成為新興的文化中心。迦太基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我們也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荷馬（Homer）所寫的史詩伊里阿德（Iliad）就是在記述史前希臘海權的運作，特洛伊（Troy）的圍城之役乃是為了爭取海勒斯旁（Hellespont，現代稱達達尼爾Dardanelles）控制權的商業戰爭，經由該地可以控制對黑海的貿易〔註十一〕。

以上這些約略的西方早期海權史，雖然也許尚不能清楚地顯示出，馬漢等海權大師所描述的海權思想具體輪廓。但至少說明了人類之所以運用海洋，有很大一部分是基於經濟的緣由。換句話說，海權思想本係源自於人類經濟的活動。當然，如果我們能夠仔細研讀希羅多德（Herodotus，484-430B.C.）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分別所著的「歷史」及「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兩書，將可以使我們對於早期希臘的海權發展，以及海權與陸權國家所具有的不同特質，有更清晰和正確的認識。

參、海權思想成熟期所顯現的經濟本質

　　當第一批葡萄牙船隻繞過好望角的時候，西方的海上霸權國家便開始歷史學

家們所謂的「達伽馬時代」（Vasco da Gama Epoch）和「哥倫布時代」（即1500年以後三至四個世紀的歐洲霸權）〔註十二〕。這個一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方才結束的時代，其中歷經先期的西班牙、葡萄牙兩國，以及繼之而起的

荷蘭、法國與英國等多個歐洲國家，在美洲、西印度群島、印度次大陸、東印度

群島，甚至菲律賓、台灣等，幾乎遍及全世界各地，瘋狂地奪佔海外殖民地，攫

取海外利益。根據統計：1800年歐洲人佔領或控制了全世界陸地面積的百分之三十五；1878年這個數字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七；到了1914年已超過百分之八十四〔註十三〕。在搶佔海外殖民地與爭奪海外經濟利益的過程中，當然也就不可避免地，勢必會有血腥的戰爭發生。歷經1588年英國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1652年至1654年、1665年至1667年和1672年至1674年間的三次英荷海戰；以及1756至1763年主要涉及英法兩國海上勢力鬥爭的七年戰爭；到了1815年終結拿破崙（Napolean Bonaparte，1769-1821）稱霸歐洲野心之後，英國掙脫群雄，控制了歐洲的絕大部分海外殖民地，並且扼住海上航路和利潤豐厚的轉口貿易。它的工業化程度遙遙領先，平均國民所得已居歐洲之首〔註十四〕。

在十九世紀初期和中期，英國已儼然成為另一種強國，它的影響力不能用傳統的軍事霸權標準去衡量。英國的實力表現在其他領域當中。在英國人看來，這些領域的價值遠遠超過一支龐大而又昂貴的常備陸軍。第一個是海軍領域。特拉法加（Trafalgar）海戰之後有整整80年時間，再也沒有任何國家能夠對英國的制海權構成嚴重挑戰。英國影響力的第二個重要領域在於它日益擴大的殖民帝國。英國早於1583年就開始殖民地的奪取（紐芬蘭），及至十九世紀末葉，其所擁有的殖民地，較其本土要大90倍〔註十五〕。英國表現其特殊性和國力的第三個方面在於財政領域上。1830年代後期，英國從輸出資本中坐收的利息和紅利收入為每年八百萬英鎊，到1870年代則每年超過五千萬英鎊。但是這種收入很快又投資海外，週而復始，成螺旋形上升的狀態，如此不僅使英國的財富越滾越大，而且不斷地刺激全球貿易和交通的發展〔註十六〕。

英國之所以能夠從這個屬於大航海的時代中獲益匪淺，當然，這必須其國家要能明白海上貿易的重要性，並願意維持一支強大的艦隊。在這個先決條件下，英國的政治領導層在十八世紀找到了增進國家財富和實力的良方。繁榮的海外貿易不但推動了英國經濟的發展，活絡了航海業和造船業，為國庫累積資金，而且還是通向海外殖民地的生命線。殖民地不僅是英國產品的市場所在，而且是許多原料的來源，包括食糖、煙草、白棉和日益重要的航海用品。皇家海軍在和平時期維

護英國商人的尊嚴，在戰爭時期則保護他們的貿易活動並奪取更多的殖民地，一切以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利益為至上。於是，貿易、殖民地和海軍便形成了一個「鐵三角」，環環相扣不但確保了英國的長期優勢，也使得海權思想達到極致的成熟期〔註十七〕。套句馬漢的話：「英國無疑是已達到海權的最高境界，為任何現代國家所不及〔註十八〕。」也因為馬漢對於海權來源和條件的戰略觀點，大致上是代表一種不列顛導向的觀點〔註十九〕。所以，馬漢在「海權對歷史的影響」一書中曾說：「生產及產品交換之必要，與實施交換貿易之航運，以及便利擴充保護航運之殖民地，三者形成鍊環一樣，構成濱海國家大部分之政策與歷史。……亦唯有平時之商業與航運才能自然合理的產生海軍，以保障其安全〔註二十〕。」後世學者又據此將海權的基本要素歸納為：一、生產（工業生產）—為建立海權的力量。二、航運（船舶數量）—為運用海權的力量。三、基地（海外據點）—為發展海權的力量。四、武力（海軍實力）—為控制海權的力量〔註二一〕。另外也有學者在生產、航運及殖民地之外，另衍生出第四個要素—民主。

無論如何，從海權思想成熟期所發展出來的諸要素中，我們可以確實地看出海權所具有的經濟本質。

肆、海權的經濟因素與軍事因素相互間之關係

基於前述，在海權理論中的經濟與軍事兩大因素之間，我們必須承認其中的確是存在著一種互為因果的密切關係。在控制海洋為我所用，不為敵所用的基本理念之下。為了要能夠不受干擾地運用海洋，而產生了控制海洋的力量，這種控制海洋的力量，同時也限制或阻止敵人運用海洋。因此，運用海洋（海權的經濟因素）是因，控制海洋（海權的軍事因素）為果。

然則，綜觀整個人類歷史，兩者之間又不僅僅是如此單純的因果關係而已。舉例而言，英國與拿破崙在半島戰爭期間，英國運用海上武力採取「周邊戰爭」戰略。它困住20萬名法國部隊，而且每一年消滅掉他們中間的約4萬人，由1812年以後，消滅的總數已達28萬。西班牙潰瘍雖未置拿破崙帝國於死地，但加速了它的敗亡〔註二二〕。拿破崙在其1810年的信中曾說：「英國人把3萬人的兵力裝載在運兵船上，即能使我方30萬大軍為之癱瘓，這樣也就會使我們降為二等國家〔註二三〕！」又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韓戰期間，麥克阿瑟將軍在仁川的兩棲登陸作戰；以及前蘇聯海軍元帥高西可夫（S.G.Gorshkof），在其所著的「國家海權論」中，強調的艦隊對陸上作戰等。在這些軍事行動中，海權的軍事因素均與經濟因素無關，而是偏重於國家安全方面。海軍的存在除了是為了確保航運暢通之外，還負有固守海疆阻敵入侵，及渡海對敵攻擊達成國家政策之軍事性任務。兩者均不可有所偏廢。對此馬漢也曾說過：「一般認為海軍係依賴海洋貿易而生存之觀念，余在過去亦有此種看法，且在某種程度上曾加以宣揚，這在某種角度上看，也許是正確的；但因其正確性是有限度的，其結論乃變為錯誤。並因其只是部分的正確，才遭致不正確的引用。……在理由上像是只要有商船存在，一定會在邏輯上發展一種保護的力量。於是產生海軍；但在史例上，現已確實的改變，即使沒有商船，仍需要海軍。目前之帝俄和美國均有此類似之點。於是越來越明顯，海軍之用途，不管其歷史來源如何，現已成為純軍事的和國際的工具。例如，美國海軍之建立，是純粹為商業設想而開始，但一個國家之對外利益，並非僅限於商業。可能為政治的而又兼商業的；可能因商業而成為政治的，如對中國之門戶開放政策；可能因軍事而成為政治的，特別是國防關係，如巴拿馬運河與夏威夷；可能因民族成見與同情而成為政治，如保障歐洲的存在，或是維持門羅主義的傳統。門羅主義在一開始，乃部分的表示商業利益，以對抗西班牙在殖民制度上的恢復獨佔；另一部分卻為軍事的，以防禦歐洲之侵略威脅；再一部分則為政治的，用以同情爭取自由的國家〔註二四〕。」對照我國現況，反封鎖作戰是屬於為了確保對外航運暢通，而建設及使用海軍兵力。在此類型作戰中，海權的經濟因素與軍事因素相結合；截擊作戰則是屬於為了迎頭痛擊企圖對我行三棲進犯之敵。這是純粹的軍事作戰，海權的軍事因素與經濟因素無關。

隨著國際間逐漸走向國際化的趨勢，各國之間相互依存關係較之以往更趨緊密，彼此分工也更加細膩。再加上跨國公司與國際性組織不斷的興起，突破既有國界的限制，代替傳統政治勢力，成為主導世局的力量。全球環境的變遷，更加深人類命運與共的一體感。我們可以常常看見甲國的人在乙國立案設置公司，基礎生產工廠設在丙國，產品到丁國加工後行銷至戊國。在此經濟自由主義與跨國界地球村的概念下，一個公司的經營、管理、生產都可以涉及不同的國家。那麼，當今日趨國際化的全球航運則更是如此。詹姆士‧依伯爾（James Eberle）上將曾經比喻說：「如果你擊沉了一艘為英國所擁有的商船，而她是歐洲共同市場投資，在巴哈馬註冊，僱用香港籍船員，在倫敦保險，船上裝載日本的汽車，而其引擎卻是在德國組合的；那麼你所損傷的利益主要應歸屬何人？〔註二五〕」答案雖然是許多人的權益都受損。但是，相信這其中受損最大的，要算是國家經濟對此海上貿易依賴最大的國家。然則，就像擁有眾多商船的國家，並不一定就是擁有強大海軍國家的道理一樣。儘管那些高度依存海洋貿易的國家，都會對擁有海上部隊感到興趣，不過他們對海洋依賴程度與所具備的海上部隊能力之間並沒有直接的關聯。其主要原因乃在於一個海洋國家所擁有的海上武力，及其所能伸展的範圍，受到經濟力量和國家對政治角色認知影響之程度，遠比該國對海洋的依賴度來的大〔註二六〕。據此，我們可以推論出：即使在未來，海權的經濟因素仍舊會影響到海權的軍事力量，只不過海權的軍事力量將更會受到國家整體經濟的影響。換句話說，各種等級和形式的海軍將會長期的繼續存在，每個國家的海軍兵力大小與戰力將和該國所能達成的經濟實力相匹配〔註二七〕。

另外，由於人類對於海中各種漁、礦產，尤其是海底石油的需求，日益不斷地提高，沿海各國因而設置了兩百浬的專屬經濟區。這項改變不但使傳統的海權經濟因素，由主要的航運經貿利益，擴及到了海中漁、礦產的經濟利益，同時也影響到各國對海上武力的提昇。

伍、結語

海權中的經濟本質和海軍，一直是形成海權力量的兩個重要支柱。也無怪乎常有學者會稱馬漢的海權學說為「重商主義」及「海軍主義」。身處海島上的我們，在常常自許為海洋國家，必須要面向海洋、走向海洋及發展海權的同時；我們也面臨著隔海的中共武力進犯威脅。海權的經濟本質和海軍，都是影響到我們生存發展的重要因素。雖然兩者之間並無所謂的孰重孰輕問題，但如果單就「富國強兵」字面意義來看，應該是先富國之後才能強兵。我們的經濟型態屬外貿導向國家，必須澈底的了解海權經濟本質，經由海洋經貿發展，富足我們的經濟。然後再藉由強有力的整體經濟力量，建設一支與國家經濟實力相匹配的海上武力，確保國家整體安全，並使國家整體經濟能在和平穩定中賡續發展。

當然，我們不應該認為，經濟決定一切，或者說經濟是決定每個國家成功與失敗的唯一因素，因為諸多的證據顯示，包括地理位置、軍事組織、民族士氣和聯盟體系等許多其他因素也可能對各國的相對實力發生影響。例如，在十八世紀，荷蘭「聯合省」（United Provinces）曾是歐洲最富庶的地區，俄國則為最貧窮，但是荷蘭衰落了，俄國卻崛起了。個人的愚行（如希特勒的）和極強的戰鬥力（如十六世紀的西班牙步兵團和廿世紀的德國步兵）也常常能影響一些戰鬥或戰役的勝負。但是，無可否認地，在一場況日持久的強權國家戰爭中，勝利的果實往往屬於經濟基礎較為雄厚的一方，或者說，打到戰爭結束時還掌握著最後一個銅板的一方〔註二八〕。我們和中共隔海對峙迄今已踰五十年，這是一場比持久和耐力的長期鬥爭。雄厚的經濟力量與適當的國防武力，將會是支持我們繼續下去，甚至是獲得最後勝利的重要憑據。

當我們認真檢討蘇聯解體的原因時，可以發現實在是種因於蘇聯海權的失敗。我們細讀高西可夫元帥的「國家海權論」，就可明白他的重點是放在海軍問題上。只重視海權的軍事因素，而忽視了海權的經濟因素。蘇聯的窮兵黷武，意圖與美國爭霸世界海權，由於軍費過分的膨脹，本身國力條件的不足，造成國內經濟失調，終於將蘇聯導向不幸的結局〔註二九〕。這個史例，應該可以提供給我們在戮力發展海權之際做為借鏡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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